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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首发抑郁症患者出院后

“寻医问药”行为与情绪状态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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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目的：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首发抑郁症患者的出院后“寻医问药”行为及情绪状态。方法：采

用一般情况调查表、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（PHQ-9）、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（GAD-7）对154例首发抑郁

症患者疫情封城期间的“寻医问药”行为及情绪状态进行评估。结果：有效问卷150例，已有52.2%患者部

分药品断药或减药，63.64%患者目前购药不方便，81.82%的患者对减药或断药后情绪波动或病情复发存

在不同程度的担心。按照有无断药或减药行为分未规律服药组78例，规律服药组72例，未规律服药组的

PHQ-9、GAD-7等量表评分明显高于规律服药组，有显著性差异（P<0.01）。结论：新冠肺炎疫情下部分首

发抑郁症患者在“寻医问药”方面存在不便，52.2%患者已经减量或断药，因疫情及服药不规律的双重影

响，部分患者出现病情波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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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9 年末始，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（2019

novel coronavirus，2019-nCoV）感染的肺炎席卷全

球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31个省份均启动重

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级响应。2020年1月20日，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1号文件[1]将新冠肺炎纳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乙类传染

病，并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。2020年1月30日，世

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事件构成“国际关注公

共 卫 生 紧 急 事 件（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

International Concern，PHEIC）”。新冠肺炎属于新

发疾病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

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

国家层面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。精神疾病患者属

于特殊人群，在面对急性应激事件时，更容易出现

疾病的加重、病情的复发、自杀风险增高等[2]。精

神疾病属于慢性疾病，需长期服药，定期复诊，而

首发患者对疾病认识有限，对精神药物了解不多，

经常认为疾病控制住就可以停药或出院带药吃完

就可以停药，服药依从性较差，复发率较高[3,4]。本

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量人员居家隔离，会造成部

分精神疾病患者存在购药难、就医难的问题，在患

者“寻医问药”不便的情况下，首发抑郁症患者的

服药行为及情绪状态是否有变化，现报告如下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

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，对2019年1月至

2019年12月曾在我院临床心理科住院治疗的首发

抑郁症患者进行调查。入组标准：年龄14~60岁；性

别不限；沟通理解能力正常，可自行或在家属辅助

下通过手机微信端作答调查问卷。排除标准：>60

岁；存在沟通理解能力障碍，难以完成调查问卷；填

写信息不全，数据丢失；在我院住院病历系统查询

无资料；重复作答。最终收集患者 154例，去除无

效样本4例，有效样本150例，其中男 36例，女 114

例；平均年龄（31.52±13.44）岁；受教育程度小学及

以下6例，初中52例，高中（中专）46例，大专32例，

本科以上14例；近2周居住点为城市66例，农村84

例；单身48例，恋爱或同居30例，已婚72例。

1.2 方法

1.2.1 评估指标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、健康

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（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-

9，PHQ-9）、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（Generalized

Anxiety Disorder，GAD-7）对所有受试者进行评

估。①一般情况调查问卷：调查内容有性别、年

龄、婚姻、受教育程度、近2周的居住点、疾病诊断、

“寻医问药”相关问题等。②PHQ-9包含9个条目，

评价受试者2周内的抑郁情绪，总分<4分为没有抑

郁情绪，5~9分为轻度抑郁，10~14分中度抑郁，15~

19 分为中重度抑郁，20~27 分为重度抑郁。③

GAD-7包含7个条目，评价受试者2周内的焦虑情

绪，总分<4分为没有焦虑情绪，5~9分为轻度焦虑，

10~13分中度焦虑，14~18分为中重度焦虑，19~21

分为重度焦虑。

1.2.2 研究过程 ①第一步：设计一般情况调查

问卷。通过患者微信群、心理热线电话及患者主

动与主管医生联系等方式收集近 1年内曾在我科

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目前“寻医问药”的难

处及解决方式，并经过课题组成员研究讨论后制

定如下调查题目：患者药物存量、近 2周药物剂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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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无调整、近 2周有无购药经历、当地购药是否方便、如果不方

便，购药的其他途径、购药的效率或满意度如何、对减药或断药

后情绪波动或病情复发的担心程度、如果断药，哪些方面更容易

出现可怕的后果等。②第二步：电子调查问卷的制作。首先，将

设计好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及测评量表输入到问卷星网络平

台。调查问卷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调查患者的一般情况；第二部

分调查患者的情绪状态。患者提交问卷后会自动生成测评报

告，报告内容包含 PHQ-9、GAD-7 量表评分结果及指导建议。

③第三步：调查的实施。调查实施的方式有两种：微信群调查，

将电子问卷推送至我院抑郁症患者微信群2个，人数共373人；

通过我院电子病历系统，筛选近 1年内在我院住院治疗的首发

精神疾病患者，通过电话随访取得患者同意后添加微信并将电

子问卷发给患者进行作答。④第四步：病情监测与策略应对。

监测后台数据，对“病情重、风险高、就医难、服药少、断药久”的

患者给予及时的关注，通知此类患者的主管医生，由主管医生电

话联系此类患者，为患者做进一步的病情评估，对因疫情影响出

现病情波动者给予药物调整，对因不能及时购药出现减药或断

药者提供购药的其他途径，尽快让患者拿到药物，缓解病情，对

病情严重需要住院者及时收治。

1.3 统计学处理

本研究数据由问卷星软件直接导出，导出后采用SPSS25.0

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，计量资料以（x±s）表示，计数资料以

率（%）表示，计量资料、计数资料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、χ2检

验。P<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
2.1 患者“寻医问药”情况调查

2.1.1 患者已断药或药物存量 部分药品已断药35.06%，存量

1 周内 16.88%，1~2 周 9.09%，2~3 周 9.09%，3~4 周 15.58%，4 周

以上 24.68%；近 2 周药物剂量无调整 58.44%，增量 1.3%，减量

40.26%；

2.1.2 近 2 周购药经历 有 33.77%，无 66.33%；购药方便

14.29%，不方便 63.64%，不清楚 22.08%；购药无其他途径

44.9%，集中采购20.41%，开具通行证自行购买10.2%，托人购买

后送药或邮寄 14.29%，其他 4.08%，不清楚 6.12%；其他途径购

药效率或满意度：一般45.83%，比较好33.33%，非常好20.83%；

2.1.3 对减药或断药后情绪波动或病情复发的担心程度 一点

不担心 18.18%，稍有担心 36.36%，比较担心 22.08%，很担心

10.39%，非常担心12.99%。

2.1.4 断药后果排序 病情复发 83.12%，情绪波动 79.22%，失

眠72.73%，躯体不适64.94%，其他36.36%。

2.2 患者“寻医问药”行为与情绪的关系

本研究150例患者中，断药50例，减药62例，将断药或减药

患者与未断药或减药的患者进行对比，分为未规律服药组（断药

或减药）78例，规律服药组72例。

2.2.1 2组一般资料比较 2组在年龄、性别、受教育程度及婚

姻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（均P>0.05），在居住地上比较，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，见表1。

2.2.2 2组“寻医问药”行为的比较 2组在近 2周是否再次购

药、购药方便性、如果购药不方便是否有其他购药途径等方面比

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（均P<0.05）；其他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

学意义（均P>0.05），见表2。

2.2.3 2 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的比较 未规律服药组的

PHQ-9、GAD-7 评分均高于规律服药组，均有显著性差异（P<

0.01），见表3。

3 讨论

3.1 首发抑郁症患者“寻医问药”的现况分析

本研究采用网络电子问卷的调查方式对1年内曾在我院首

次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调查，调查时间为2020年 2月21日至2

月27日。我市“封城”时间为2020年1月24日，患者到我科室开

药的处方剂量为4~8周，因此在调查期间，大部分患者存在药物

存量不足现象。调查发现，2周内有66.33%的患者无购药经历，

63.64%的人认为目前购药不方便，已有35.06%患者出现部分药

品的断药情况，40.26%患者因部分药物存量不足出现减量情

况。对这部分减药或断药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发现，64.1%的患

者因交通管制，未能找到其他途径购药或其他途径不方便等原

因而出现断药或减药，部分患者在不规律服药前已与主管医生

组别

规律服药组

未规律服药组

t/χ2值

P值

例数

72

78

年龄/(岁, x±s)

33.22±12.05

29.95±14.52

1.496

0.137

性别/[例(%)]

男

16(22.22)

20(25.64)

0.240

0.624

女

56(77.78)

58(74.36)

受教育程度/[例(%)]

小学及以下

4(5.56)

2(2.56)

3.398

0.494

初中

24(33.33)

28(35.90)

高中（中专）

24(33.33)

22(28.21)

组别

规律服药组

未规律服药组

t/χ2值

P值

受教育程度/[例(%)]

大专

16(22.22)

16(20.51)

3.398

0.494

本科及以上

4(5.56)

10(12.82)

婚姻/[例(%)]

单身

26(36.11)

22(28.21)

3.432

0.180

恋爱

10(13.89)

20(25.64)

已婚

36(50.00)

36(46.15)

居住地/[例(%)]

城市

38(52.78)

28(35.90)

4.330

0.037

农村

34(47.22)

50(64.10)

表1 2组一般资料的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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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，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维持，其余35.9%患者已在疫情发生

前开始不规律服药，治疗依从性较差。

因防控需要，交通管制的政策在遏制疫情的传播上起到决

定性的作用，在政府部门出台交通管制政策后，对于公众反应的

焦点性问题也给予及时的解决，慢性疾病的购药采取集中购买

的方式，处方可延长至12~14周，这在解决慢性疾病患者购药难

的问题上起到了一定作用。但仍有部分患者对购药政策不清

楚，不同地区可能存在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别或购药效率不同，也

有可能是当地医院无患者所购药品等原因，导致精神疾病患者

被动性过早停药或减药。本研究发现，76.6%的未规律服药患

者近 2周无购药经历，74.4%的人认为目前购药不方便，在其他

购药途径的知晓情况上，41.0%认为无其他购药途径，仅有7.7%

的人采用集中购药的方式，部分患者会开具通行证购药或托人

购买。而在规律服药组，16.7%认为无其他购药途径，其余

83.3%患者通过其他途径购药。分析其原因，可能与患者所处

地域有关，未规律服药组患者多数在农村居住，因新春佳节患者

回乡过年，在未做任何准备情况下长期在农村居住，不便就诊，

且在同等情况下，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也较居住在城市的患者

效率低，居住在城市的患者在集中采药点登记后 1~2 d便可以

拿到药品，而居住农村者可能几天集体采购一次。部分患者因

担心断药而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放在等待上，从而选择自行购

买或托人购买，因自行购买或托人购买可能存在更大的困难，致

使患者感受的购药不便性可能会更高，从导致服药的依从性会

更差，部分患者在“知难而退”或“无计可施”处境下被动性减药

或断药。

3.2 新冠肺炎疫情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的影响

精神疾病需长期、规范、系统治疗，强调足剂量、足疗程，药

物的剂量调整需遵循医嘱，在非医嘱的情况下任意一种药物剂

量的变动都可能对治疗造成影响。为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，

我院住院患者出院后健康宣教及电话随访是必不可少的，同时，

主管医生会交代患者 2周后复诊，病情波动时及时联系。本研

究调查对象为1年内的住院患者，均处于疾病治疗的急性期或

巩固期，部分患者处于维持期。新冠肺炎属于突发事件，会对

大众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[5]，精神疾病患者在面对

疫情时较普通大众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，可能引起精神疾病复

发[6,7]，抑郁或自杀风险加重[8]，规律服药是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

定的必要保证，不规律服药者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出现更多的情

绪问题。本研究发现，未规律服药患者焦虑、抑郁情绪更严重。

在疫情本身及“寻医问药”不便的双重因素影响下，会造成部分

精神疾病患者延误治疗时机，从而导致疾病迁延不愈，复燃或复

发率升高等[9]。

3.3 对病情波动、“寻医问药”存在困难患者解决方案

针对以上“病情重、风险高、就医难、服药少、断药久”的患

者，开通线上问诊，线下服务。主管医生通过微信或电话随访的

方式对患者进行复诊复查，及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，并进行健康

宣教，嘱患者规律服药。对确实存在购药不便的患者，可通过以

下方式解决购药问题：第一，建议患者通过当地政府部门联系村

医或精防人员，由村医或精防人员对患者采购的药品进行核实

后上报我院精防办，由村医或精防人员统一采购发至患者家属，

或由我院精防办工作人员派发至乡镇，再由村医或精防人员派

发至患者家属。第二，主管医生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指导后，通

过邮政邮寄药品，并向我院精神病防治办公室登记。第三，主管

医生为患者提供诊断证明，患者在当地政府开具通行证后自行

到当地医院就诊。第四，对于病情确实严重，有自伤、自杀、伤人

风险需住院治疗者，按照我院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制定的住院

流程及时收治。

本研究未对患者的人格、服药依从性及家庭环境与支持等

方面进行调查，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患者面对“寻医问药”存在

困难时的行为选择。本研究仍需继续随访，观察所提供的解决

方案是否有效，观察受疫情影响下的未规律服药的精神疾病患

者总体预后。

组别

规律服药组

未规律服药组

t/χ2值

P值

例数

72

78

近2周再次购药经历

有

34(47.22)

18(23.08)

9.637

0.002

无

38(52.78)

60(76.92)

购药方便性

方便

16(22.22)

4(5.13)

10.283

0.006

不方便

40(55.56)

58(74.36)

不清楚

16(22.22)

16(20.51)

组别

规律服药组

未规律服药组

t/χ2值

P值

如果购药不方便是否有其他购药途径

无

12(30.00)

32(55.17)

25.699

0.000

集中采购

14(35.00)

6(10.34)

通行证

2(5.00)

8(13.79)

托人购买邮寄

4(10.00)

10(17.24)

其他

4(10.00)

0(0)

不清楚

4(10.00)

2(3.44)

表2 2组求医问药行为的比较[例(%)]

组别

规律服药组

未规律服药组

t值

P值

例数

72

78

PHQ-9

15.22±6.83

20.21±8.50

－3.983

<0.001

GAD-7

11.22±4.33

15.46±6.37

－4.730

<0.001

表3 2组PHQ-9、GAD-7评分比较（分，x±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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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的支架（如Lvis编织支架）[10]。④对于窄颈动脉瘤，应选择普

通或柔软3D型弹簧圈逐步栓塞；宽颈动脉瘤首枚弹簧圈应大于

瘤颈直径（但小于瘤体最小直径），以确保其稳定、顺利成篮，之

后的弹簧圈宜较软、较小。输送过程中术者双手良好配合，送弹

簧圈有阻力时，另一只手应减小张力，以避免刺破动脉瘤[11,12]。

⑤过度填塞是介入破裂出血的重要原因，不必强求致密填塞。

在预后方面，Hunt-Hess 分级、Fisher 分级是目前公认的预

后影响因素，二者通过分级直接反映出血量、分布、病情严重程

度，其中，Hunt-HessⅠ~Ⅲ级预后通常较好，Ⅳ~Ⅴ级积极治疗预

后可显著改善[13,14]。随着分级的提高，脑积水、动脉瘤破裂再出

血、脑血管痉挛的风险明显提高。本研究中，Hunt-Hess 分级、

Fisher分级每增加1个等级，预后不良的风险分别提高至3倍、4

倍，与以上观点吻合，因此，术前应尽可能完善检查，采用

Hunt-Hess分级等标准客观评估、准确把握患者病情，从而初步

预测患者预后。另外，高血压、动脉瘤多次破裂者血管壁不同程

度变性，弹性差、脆性高，加之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差，动脉分叉处

血管壁剪切力高，易再次破裂。研究表明，动脉瘤首次破裂积极

治疗后死亡率不足5%，2次以上动脉瘤破裂者死亡率在60%以

上[15]。本研究中，合并高血压、既往动脉瘤破裂史者预后不良的

危险度分别是无此类疾患人群的4倍、1.5倍，与以上观点一致，

因此，一方面，围术期应积极控制血压；另一方面，应仔细询问

既往史，针对既往动脉瘤破裂者，应引起足够重视。本研究中，

手术时机亦是预后独立影响因素，考虑是手术栓塞止血，阻止

病情加重、减少血肿刺激，大大降低脑积水、脑血管痉挛等并发

症[16-18]，故而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尽早手术干预。研究表

明，脑血管痉挛等并发症可显著影响预后[19]，笔者认为完善的临

床干预可有效防治并发症。

总之，本研究显示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破裂微小动脉瘤的

疗效较好，总结其预后影响因素，为改善临床疗效提供了一定理

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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